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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是新时代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养老事业持续发展、

社会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 运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以全国 29 个省级城市(港澳台,西藏、广西的省级

城市除外)的数据为例,确定政策支持、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养老服务投资、科技因素和人才因素等五项条件

变量,分析影响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的条件组合。 研究结果显示:政策支持是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

式发展的充分条件,人才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养老服务投资的影响不显著。 建议: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能力和水平;因地制宜,选择适合本地区的社区嵌入式养老

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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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是基于卡尔·波兰尼的嵌

入理论发展而来的养老服务模式,其通过整合社区

及周边的养老服务资源,以资源嵌入、功能嵌入等形

式,为社区范围内的老年人提供个性化、专业化和全

方位的服务,集合了机构的专业服务、家庭的情感维

系与社区的便利,可以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需求,成

为我国养老服务发展的趋势之一。 社区嵌入式养老

服务既能满足老年人原居安养的愿望,又能利用社

区周边资源为老年人提供专业、便利的服务。 作为

一种新型养老服务模式,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是完

善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促进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重

要途径之一。

国外没有“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一词,国内学

界主要从概念界定、发展现状、设施建筑、发展路径

等视角研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 就其影响因素而

言,学者们从不同出发点进行了探讨。 胡宏伟等

(2015)基于宏观视角,认为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

发展过程实质上是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制度的完善

过程,必然会受到宏观制度的影响,所以,应发挥政

府的引导作用,促进社区与养老服务企业建立分工

协作机制。 周悦等(2019)以提升养老驿站嵌入能力

为切入点,提出如下主张:政府宜建立全面风险管理

机制,发挥监督职能;利用现代科技,搭建门户网站

和信息数据库;在人才培养机制上,增设养老服务人

才培养专业教育、职业教育、社会培训等培养体系。

王晶等(2019)通过调研我国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

的养老服务现状,根据地区特征,探究政府支持、养

老服务设施利用、人才队伍建设等对不同地区的社

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影响。 李翔(2014)将关注点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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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养老服务本身,认为政府引导、市场投入、服务水

平、人才队伍建设等对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的

影响重大。 赵小兰等(2019)主张,通过精准定位和

细化功能、实现跨社区连锁经营、构建邻避冲突解决

机制以化解邻避困境、促进政策落地实施等,突破社

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的困境。 张乐川(2020)基于

动态视角探析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的关键性政策对

我国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的影响机制。 他认

为,要从政策供给上规范嵌入式养老服务的制度标

准和协调基本护理保险制度中的各方利益,这两个

方面都非常必要而紧迫。

总的来看,当前学界关于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

的研究更多的是针对特定地区的案例研究,且多为

定性分析,虽有一定的深度但缺乏广度。 此外,现有

研究多采用基于线性因果关系的统计分析方法,对

于探析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这一复杂问题存在局限

性。 本文拟基于已有研究的有益经验以及存在的不

足,以我国部分城市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为

研究对象,以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

nalysis,QCA)为研究方法,构建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

发展影响因素定性比较分析的研究框架,挖掘出不

同影响因素组合下的多重实现路径。 在研究方法

上,本文是一次有益尝试。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Charles C. Ragin 于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定性比

较分析方法。 该方法适用于分析中小数量样本的案

例。 经过多年发展,定性比较分析方法逐渐进入社

会学、管理学等领域,为学者们提供了新的研究

思路。

QCA 方法以整体的案例分析为视角,在分析问

题时将各条件变量视为互为影响的因素,这种设定

更符合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影响因素的实际情况。

此外,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结合了定性分析的逻辑性、

定量分析的客观性以及外部推广性,更适合用来分

析复杂的社会问题。 目前,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分为

清晰集分析、模糊集分析和多值比较分析三类。 本

文拟利用模糊集分析( fuzzy-setsanalyse)探究社区嵌

入式养老服务模式的影响因素与发展路径。

(二)案例样本的选择

本文最初选择全国除港澳台之外的 31 个省份

的省级城市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组态作为研究样

本,由于拉萨市和南宁市的相关数据不足,因此剔除

这两个城市,最终确定 29 个省级城市为案例样本。

这么做的主要原因如下:1)条件变量取自权威机构

公布数据,具有可信性;2)29 个省级城市的发展阶

段、发展环境各不相同,这些城市中既有社区嵌入式

养老服务发展较好的京沪地区,也有欠发达的新疆、

青海等地区,同时将这些样本组态相结合进行分析,

有利于充分识别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的相关影

响因素及其组合路径。

(三)结果变量设计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

状况,但目前学术界对此尚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

基于此,本研究选择的结果变量为《中国城市养老指

数蓝皮书 2017》 (《中国城市养老指数蓝皮书》课题

组,2017)中的样本城市养老指数。 《中国城市养老

指数蓝皮书 2017》是由国研智库联合北京甲子征信

公司,邀请相关部委领导及行业专家,经过较长时间

的实地调研与系统研究,不断充实、完善,最终形成

的我国第一个反应城市养老服务状况的指数系统成

果,可信度较高。 本文使用该数据代表各个城市的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水平。

为便于分析,需要将结果变量的原始数据(即城

市养老指数)进一步校准(calibrate)为模糊集的隶属

度分值。 因为原始数据是连续变量,因此通过软件

计算来校准。 在校准之前,将 0. 95,0. 50 和 0. 05 的

定性锚点设置为原始数据的 90% ,50% 和 10% 的分

位数,即 75. 02,67. 80 和 60. 90(见表 1)。

(四)解释变量设计

从对目前研究的梳理来看,国内学者关于社区

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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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社区嵌入式养老发展变量和校准锚点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变量观测值 数据来源
锚点

完全不隶属 部分隶属 完全隶属

结果变量 建设成效 城市养老指数 《中国城市养老指数蓝

皮书》课题组,2017

60. 90 67. 80 75. 02

条件变量 政策支持 样本城市是否发布了关于社区嵌入式养老服

务的相关政策文件

民政 部、 各 城 市 政 府

官网

2 6 10

养老服务

基础设施

(2016 年各城市的社区养老床位数 / 当地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 / 1000

佚名,2016 49. 700 57. 690 73. 108

养老服务

投资因素

2016 年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佚名,2016 2975. 90 40916. 16 60280. 60

科技因素 2017 年国家信息中心公布的城市信息化指数 《2017 年中国信息社会

发展报告》

0. 600 0. 680 0. 762

人才因素 (2016 年各城市的卫生技术人员数量 / 当地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 / 1000

佚名,2016 56. 250 68. 130 95. 894

府政策支持、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养老服务投资、科

技因素以及人才因素这五个方面。 本研究基于已有

文献的理论基础,对以上各因素具体说明如下。

1. 政府政策支持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

支持和推动。 第一,为使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形成

连锁效应,前期必须有政府资金和物力支持。 第二,

在推进一项新的改革时,往往是政策先行,法律相对

滞后。 发挥政策制度的先导性作用,因势利导推动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是其中关键的一步。 第

三,为保证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的良性发展,其

组织运行须有政府的引导和规范。 具体而言,推动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的相关支持政策包括权益

保障、社会优待、土地供给、建设补贴、运营补贴、床

位补贴、税费减免、政府购买服务、人才培养以及贴

息贷款等。 本文采用截至 2017 年各城市养老服务

政策的出台率作为政策支持指标(见表 2)。

2. 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因素

在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日

间照料中心、老年活动室,还是康养基地,都需要有一

定的配套设施及服务。 施巍巍等(2015)认为,养老服

务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缩小地区间的养老服务差距、实

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有着显著作用。 本文选择(各城市

的养老机构床位数 / 当地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 /

1000 作为衡量各城市的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充足性指

标。 2016 年,全国平均每千名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拥有

的养老机构床位数为49. 700 张①。 因此,将锚点0. 05 确

定在 49. 700,低于 49. 700 则完全不隶属于强养老服务

基础设施集。 将 0. 95 和 0. 50 的定性锚点设置为原始

数据的 90%和 50%的分位数,即 73. 108 和 57. 690。

3. 养老服务投资

养老服务投资除了能够反映某地区对养老服务

的投资情况,更重要的是能够反映某地区发展养老

事业的信心。 胡祖铨(2015)通过测算政府负担的养

老服务投资,认为政府养老服务投资对于我国养老

服务业的影响较大,合理的投资分配有利于提高养

老服务质量和对养老服务的补贴水平。 孙涛等

(2020)从养老 PPP 服务模式入手的研究发现,对于

我国大部分城市而言,社会资本投入对于社区嵌入

式养老服务的发展存在较大影响。 养老服务业属于

第三产业,因此,本研究采用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额来衡量各城市的养老服务投资情况,将 0. 95,0. 50

和 0. 05 的定性锚点设置为原始数据的 90% ,75%和

50%的分位数,即 6280. 60,4916. 16 和 2975.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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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我国各省级城市养老服务政策出台情况

城市
细分养老服务政策

权益保障 社会优待 土地供给 建设补贴 运营补贴 床位补贴 税费减免 政府购买 人才培养 贴息贷款
类型总计

北京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上海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天津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重庆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石家庄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9

太原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呼和浩特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沈阳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长春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哈尔滨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南京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杭州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合肥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福州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南昌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济南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郑州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武汉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9

长沙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广州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海口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1

成都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贵阳 有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2

昆明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西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兰州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10

银川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9

西宁 有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2

乌鲁木齐 有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2

　 　 4. 科技因素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与智慧养老相呼应,加大

对科技的投入能够有效实现对养老服务信息的大数

据管理,也更容易实现规模运营。 贾妍等(2020)结

合计量分析的研究发现,在智慧城市建设背景下,大

数据和云技术共同促进了我国养老事业的发展,对

于提高养老服务质量有着重要意义。 本研究的评价

指标采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2017)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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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 2016-2017》中的 2017

年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作为衡量各城市养老服务

科技化水平的指标,并将 0. 95,0. 50 和 0. 05 的定性

锚点设置为原始数据的 90% ,75% 和 50% 的分位

数,即 0. 762,0. 680 和 0. 600。

5. 人才因素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指出,我国高

龄、失能、慢性病老年人数量众多,并且空巢、无子

女、失独老年人逐渐增多(吴玉韶,2013)。 因此,我

国急需培养更多的专业化养老服务人才,并通过人

才的积累和高度集聚促进社区周边发展,吸引并整

合更多资源。 郭丽君等(2019)从宏观层面构建中国

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体系,并强调,培育专业的养老服

务人才对于推动新时代养老服务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本文拟采用(各城市的卫生技术人员数量 / 当地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 / 1000 作为衡量各城市

的养老服务人才情况的指标。 2016 年,全国平均每

千名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为

56. 250 名②,因此将锚点 0. 05 确定在 56. 250,低于

56. 250 则完全不隶属于强养老服务人才集。 将

0. 95 和 0. 50 的定性锚点设置为原始数据的 90%和

50%的分位数,即 95. 894,68. 130。

二、定性比较分析及结果

(一)数据校准

根据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fuzzy-set quali-

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的技术要求,在对

变量进行分析前要进行数据校准,以反映各案例在

集合中的相对位置。 本文采用三值模糊校准法,设

置完全隶属点 1. 0、交叉隶属点 0. 5 和完全不隶属点

0 三个临界点。 根据已有理论和实际经验,以变量分

值的均值为参考对变量进行校准,校准后的数值在 0

到 1 之间,数值越高,表示案例隶属度越高。 为便于

软件运算,本文将各个变量的名称进行简化处理,将

政策支持(P ol)、养老服务基础设施( Inf)、养老服务

投资(Inv)、科技因素(Tec)和人才因素(Hum)作为解

释变量,将养老服务指数(Result)作为被解释变量,运

行后得到各变量的模糊集赋值表(见表 3)。

(二)单变量必要性分析

在定性比较分析中,一致性( consistency)和覆

盖率(coverage)是确定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必要性和

充分性关系的重要指标。 一致性指标用以分析各

条件变量是否是导致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 一致

性得分介于 0. 8 与 0. 9 之间,说明条件 X 是结果 Y

的充分条件。 若一致性得分大于 0. 9,则将该前因

变量视为结果的必要条件;反之,如果必要性一致

性指标值小于 0. 9,则不能将 X 看做 Y 的必要条件

(Schneider et al. ,2012)。 覆盖率指标用以判断给

定条件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结果的出现(何俊志,

2013),覆盖率指标的数值越大,说明条件 X 对结

果 Y 的解释力越大。

由表 4 可知:当结果变量为高指数时,各单项条

件变量均小于 0. 9,说明各单项条件变量均不构成社

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单

项条件变量 P ol(政策支持)一致性结果介于 0. 8 与

0. 9 之间,说明其是推动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高

质量发展的充分条件。 当结果变量为低指数时,

~ Tec(低科技因素)得分超过 0. 9,说明该项条件变

量是导致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低质量发展的必

要条件; ~ P ol、 ~ Inv 的一致性得分介于 0. 8 与 0. 9 之

间,说明弱政策支持、低养老服务投资是阻碍社区嵌

入式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充分条件。

(三)真值表构建

构建真值表可以确定不同因果条件组合下案

例的归属情况。 按照软件设定,在真值表中,将大

于 0. 9 的赋值记为“1”,将小于 0. 9 的赋值记为“0”。

将表 3 所对应的数据输入 fsQCA 软件中,删除没有

案例配置的条件组合,可得到如表 5 所示的真值表

结果。

(四)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论

fsQCA 可以产生三种不同复杂程度的结果:复

杂方案、中间方案和简单方案。 三种方案除复杂性

不同之外,还存在普适性上的差异。 其中:复杂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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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变量的模糊集赋值表

城市
政策支持

(P ol)

养老服务基础设施

(Inf)

养老服务投资

(Inv)

科技

(Tec)

人才

(Hum)

养老服务指数

(Result)

北京 0. 95 0. 65 1 0. 99 0. 99 0. 99

上海 0. 95 0 0. 87 0. 95 0. 5 0. 90

广州 0. 95 0. 54 0. 52 0. 99 0. 93 0. 94

杭州 0. 95 0. 79 0. 50 0. 96 0. 96 0. 55

重庆 0. 95 0. 05 1 0 0 0. 05

成都 0. 95 0. 95 0. 90 0. 18 0. 22 0. 62

天津 0. 95 0 1 0. 50 0. 14 0. 12

武汉 0. 90 0. 97 0. 43 0. 90 0. 83 0. 68

南京 0. 95 0. 27 0. 13 0. 81 0. 74 1

济南 0. 95 0 0. 03 0. 50 0. 09 0. 21

哈尔滨 0. 95 0 0. 04 0 0 0. 02

西安 0. 95 0. 54 0. 21 0. 13 0. 91 0. 66

沈阳 0. 95 0 0 0. 13 0 0. 50

长春 0. 95 0 0. 02 0 0 0. 29

长沙 0. 95 0. 58 0. 36 0. 59 0. 15 0. 75

郑州 0. 95 0. 98 0. 76 0. 01 0. 88 0. 11

贵阳 0. 05 0. 26 0. 03 0. 01 0. 53 0. 03

福州 0. 95 0. 02 0. 05 0. 05 0. 57 0. 05

合肥 0. 95 0. 02 0. 23 0. 01 0. 03 0. 05

南昌 0. 95 0 0. 04 0. 01 0 0. 28

太原 0. 95 0. 74 0. 01 0. 07 0. 93 0. 41

石家庄 0. 9 0. 79 0. 05 0 0. 87 0. 92

银川 0. 9 0. 50 0 0. 01 0. 1 0. 99

昆明 0. 95 0. 20 0. 07 0. 01 0. 39 0. 80

乌鲁木齐 0. 05 0. 96 0 0 0. 95 0. 93

呼和浩特 0. 95 0 0 0. 07 0. 02 0. 05

海口 0. 02 0. 60 0 0. 02 1 0. 12

兰州 0. 95 0. 69 0. 01 0. 01 0. 08 0. 47

西宁 0. 05 0. 93 0 0 0. 85 0. 53

以所有的条件变量为分析依据,结果通常过于复杂,

普适性较差;简单方案则将条件变量精简化,结论可

能与实际情况不符,因此启示性较差;中间方案介于

两者之间,在复杂性与普适性上都更优 (李健,

2012)。 本文参考已有研究,采用中间方案提供的组

合,最后结果如表 6 所示。

高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指数主要包括五条

路径。 从表 6 可以看出,每条路径的一致性都高于

0. 850000,总的结果覆盖率为 0. 890110,说明组合路

径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Result =P ol∗Inf∗ ~ Tec∗ ~ Hum+P ol∗ ~ Inv∗Tec∗

Hum+P ol ∗Inf ∗Tec ∗Hum +P ol ∗Inf ∗ ~ Inv ∗ ~ Hum +

P ol∗Inf∗ ~ Inv∗Tec

由以上分析得出四种覆盖比例最高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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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单个条件变量的必要条件检测

条件变量
高指数 低指数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P ol 0. 881598 0. 518892 0. 234980 0. 534425

~ P ol 0. 208987 0. 565637 0. 849800 0. 679537

Inf 0. 614123 0. 715711 0. 373832 0. 465503

~ Inf 0. 541370 0. 447260 0. 771696 0. 681202

Inv 0. 377318 0. 640436 0. 330441 0. 599274

~ Inv 0. 763909 0. 516393 0. 801736 0. 579074

Tec 0. 462910 0. 820480 0. 194259 0. 367889

~ Tec 0. 643367 0. 427691 0. 905207 0. 642959

Hum 0. 663338 0. 680820 0. 419893 0. 460468

~ Hum 0. 474322 0. 433507 0. 708945 0. 692308

表 5 真值表

P ol Inf Inv Tec Hum 案例数 Result raw consist PRI consist SYM consist

1 0 0 0 0 7 0 0. 453333 0. 209003 0. 241636

0 1 0 0 1 3 0 0. 695652 0. 507042 0. 603352

1 1 0 0 1 3 0 0. 862464 0. 712575 0. 782895

1 1 1 1 1 2 1 1 1 1

1 1 0 0 0 1 1 0. 911972 0. 780702 0. 908163

1 0 1 0 0 1 0 0. 475177 0. 139535 0. 139535

1 1 1 0 0 1 1 0. 910526 0. 738461 0. 979592

1 1 0 1 0 1 1 1 1 1

0 0 0 0 1 1 0 0. 587302 0. 170213 0. 170213

1 0 0 0 1 1 0 0. 814433 0. 571429 0. 571429

1 1 1 0 1 1 0 0. 646739 0. 166667 0. 166667

1 0 0 1 1 1 1 1 1 1

1 1 0 1 1 1 1 1 1 1

表 6 fsQCA 软件运算结果

条件组合 原覆盖率 净覆盖率 一致性

P ol∗Inf∗ ~ Tec∗ ~ Hum 0. 226106 0. 034950 0. 885475

P ol∗ ~ Inv∗Tec∗Hum 0. 221826 0. 052782 1

P ol∗Inf∗Tec∗Hum 0. 236805 0. 061341 0. 894879

P ol∗Inf∗ ~ Inv∗ ~ Hum 0. 211127 0 0. 922118

P ol∗Inf∗ ~ Inv∗Tec 0. 199715 0 1

Solution consistency 0. 89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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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ol∗Inf∗Tec∗Hum(0. 236)= 政策支持∗养老服

务基础设施∗科技因素∗人才因素

P ol∗Inf∗ ~ Tec∗ ~ Hum(0. 226)= 政策支持∗养

老服务基础设施∗低科技因素∗低人才因素

P ol∗ ~ Inv∗Tec∗Hum(0. 221)= 政策支持∗低养

老服务投资∗科技因素∗人才因素

P ol∗Inf∗ ~ Inv∗ ~ Hum(0. 211)= 政策支持∗养

老服务基础设施∗低养老服务投资∗低人才因素

据此,本研究发现了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建设

的三种路径。

路径一:P ol∗Inf∗Tec∗Hum(政策支持∗养老服

务基础设施∗科技因素∗人才因素)。

该条件组合的含义是,无论有无养老投资,只要

有政策支持、充足的养老服务基础设施配置,并激活

科技要素,发挥养老服务人才的主观能动性,就可以

建设高水平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 这种路径主

要反映了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武汉等综合实力

较强城市的情况。 这些城市由于有着较好的养老

服务配套设施,其养老服务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并

利用互联网+、云计算等现代科技手段打造智慧养

老服务体系,再加上人才优势,形成了社区嵌入式

养老服务发展的良性循环。 从发展阶段上看,经济

发达、科技和人才资源较为丰富的区域可以采取这

种路径,通过发挥先天优势持续领跑社区嵌入式养

老服务发展。

路径二:P ol∗Inf∗ ~ Tec∗ ~ Hum(政策支持∗养

老服务基础设施∗低科技因素∗低人才因素;P ol∗

Inf∗ ~ Inv∗ ~ Hum(政策支持∗养老服务基础设施∗

低养老服务投资∗低人才因素)。

这两个组合的核心条件一致,可以归类于同一

种类型。 这说明,即使没有较高的科技水平、丰富的

人才资源以及足够的养老投资,当一个城市有政策

支持和完备的养老服务基础设施时,也可以促进社

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发展。 其主要代表城市为银

川、兰州。 这类城市并不具备充足的科技、人才因

素,也难以吸引足够的养老投资,但是在当地政府的

政策支持下,通过保证充足的养老服务基础设施供

给,也可以打造很好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 从发

展阶段上看,信息化不发达、人才流出严重、经济较

为落后的区域宜采用这种发展路径,以减少其所面

临的经济、信息化发展滞后对于社区嵌入式养老服

务发展的阻力。

路径三:P ol∗ ~ Inv∗Tec∗Hum(政策支持∗低养

老服务投资∗科技因素∗人才因素)。

这一组合表明,有些城市虽然养老服务投资水

平低,但在政策支持下,再加上科技和人才资源的

加持,也能实现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高水平发

展。 石家庄、西安是这类模式的主要代表。 当一个

城市的老年人口较多但养老服务基础设施供给不

足时,可以选择这条路径,凭借科技资源优势,推出

“虚拟养老院”等线上养老服务模式,并大力培养

和吸引养老服务相关专业人才,以充分满足市场

需求。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通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fsQCA)对

全国 29 个省级城市(港澳台,西藏、广西的省级城市

除外)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状况进行分析,本文

结论如下。

1. 政府政策支持是推动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

展的关键因素

综上可知,政府政策支持因素出现在所有变量

条件组合中,属于重要变量。 该结论与目前大多数

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 由于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

式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因此,只有基于税收

优惠、财政支持以及建立专门机构指导运营等政策

支持,才能更好地推动其发展。 此外,社区嵌入式养

老服务作为一种新型养老服务模式,也需要政府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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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对居民相关意识的宣导,引导社区、社会组织、企

业等自愿联合。 因此,各城市普遍出台了相应的政

策文件,完善顶层设计,以推动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

模式获得较好发展。

2. 养老服务人才是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的

重要前提

人才因素也出现在多个变量条件组合中,在推

动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大,且老年人患慢性病的

概率以及失能风险较大,所以必须保证充足的护理

人才。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作为新型养老服务模

式,主要是为社区辐射范围内的老年人提供高质量

的养老服务。 养老服务专业人才是社区嵌入式养老

服务发展的重要前提。

3. 养老服务投资对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的

影响并不显著

养老服务投资因素对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

展的影响较小。 对于传统的养老院、日间照料中心

而言,养老服务投资水平高低关系到其发展好坏;

但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本身带有天然的整合

凝聚功能,可以通过合理利用周边资源实现对养老

服务模式的创新,因此,其对养老服务投资的依赖

度较小。

但以上情况并不绝对,因为从我国社区嵌入式

养老服务发展的轨迹来看,养老服务投资在其中也

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始于经

济发达城市,一般而言,经济发达城市吸引的养老服

务投资也较多。 本研究由于在样本选取和变量处理

上带有主观性,因此在结果上也会产生一定的误差。

但本文的研究结果也印证了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

展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过程,是多种因素共同起

作用的结果;因此,不能将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发

展快慢简单归因于某一因素,在社区嵌入式养老服

务的实际发展过程中,要因地制宜,选择适合当地发

展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模式。

(二)政策建议

鉴于上述结论,结合我国国情和相关实践,本文

对于推动我国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提出如下

建议。

1. 加强政策支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养老事业关系人民幸福和社会稳定,所以对其

必须加强政府政策层面的支持和引导。 从实际情况

来看,目前我国在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土地供给、

床位补贴、税费减免等方面已有相关政策出台,未来

宜在目前基础上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例如,制定有

针对性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法》,明确界定政府、

社区、社会组织、家庭等主体在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

体系中的责任与义务,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的

性质和定位、资金来源、运营管理,以保障老年人在

养老、医疗、人身安全等方面的合法权益。

2. 突破人才瓶颈,加快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目前看来,我国不仅养老服务人才短缺,而且存

在服务人员年龄老化、流动性大、服务技能差、文化

程度低、专业知识薄弱等问题。 数据显示,2017 年,

我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为 4063 万人,占老年人口

总数的 18. 3% (韩家慧,2017)。 按照《养老机构管

理办法》,养老护理人员与服务对象的配备比例依据

服务对象的健康状况不同而有所不同,全护理的配

备比例不低于 1 ∶ 3(张盈华等,2015)。 据此计算,全

国约需要 1300 万名养老护理员(郭丽君等,2019)。

然而,2019 年,全国卫生技术人员 844 万人,其中专

业护理人员仅为 380 万人,养老服务人员缺口巨大。

与此同时,老年心理学、法律咨询、长期护理等方面

的专业人才缺乏,老年人的多元化服务需求难以满

足。 专业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是社区嵌入式养

老服务模式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所以,必须重视该

领域的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养老服务人员的服

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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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地制宜,选择适宜本地区的社区嵌入式养

老服务发展模式

通过采用模糊比较分析法可知,促进社区嵌入

式养老服务发展存在多种路径组合。 养老服务基础

设施较好但科技化水平不高的城市,宜着力推进养

老服务实业发展,将主要精力投入提高养老服务设

施的使用效率上。 科技化水平较高、人力资源丰富

但养老服务基础设施欠佳的城市,可以利用其信息

化优势发展智慧养老服务,促进养老服务的提质

增效。

需要说明的是: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发展是一

个复杂的过程,本文由于在研究过程中难以纳入所

有影响其发展的因素,因此研究结论可能存在一定

的偏差;此外,虽然本研究在模糊集校准的过程中参

考了已有理论和实际经验,并以变量分值的均值为

参考来确定校准锚点,符合一般研究要求,但也可能

存在更为合理的校准方式。 以上不足均有待后续研

究来弥补和完善。

注释:

①②根据 2016 年 29 个省级城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数据计算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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